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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今(2005)年初，立法院通過原住民族基本法，其中第四條直接指出：『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自主發展，實行原住民族自治』，直接賦予原住民族自治的法源。而在自治的財政方面，第五條亦指出：『國家提供充分資源，每年應寬列預算協助原住民族自治發展；自治區之自治權限及財政，除本法及自治相關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地方制度法、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其他法律有關縣（市）之規定。』對原住民族自治而言，該法案已為未來可能具體實施的自治方式，勾勒了一個運作方向。

近年來，原住民族議題是政府的施政重點之一，尤其在原住民族自治方面的討論，一般論者多從國際的人權理論、歷史的被殖民過程、原住民和山林共存等概念出發，論述原住民族自治的正當性，而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二項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的通過，更賦予原住民族自治的合法性。理想上，經過民族意願所實踐的原住民族自治，可使原住民族自主管理自我的事務；在組織方面，可選擇與自己文化相符的組織型態；在土地方面，可決定土地的使用與管理；在教育方面，設計族群特殊性的教育機制，可培養族群的認同感等。凡此，對原住民族而言，實存在著莫大的發展空間。然而，原住民族自治的推行，勢必造成台灣政治、經濟、社會與族群的權力重分配，對台灣社會之影響深遠，因此，原住民族自治似乎不可能只從台灣原住民族的觀點出發，而應從台灣多族群共生的結構來看待。

本文肯定原住民族自治對台灣多元文化、尊重原住民先住性與族群特殊性的價值，然而從政策預評估的觀點而言，若原住民族自治對台灣之影響過大，過度扭轉『共生結構』，致使原住民族自治的推動無法取得大社會之認同，則政策執行必將導致政策失靈的困境。為使原住民族自治務實可行，本文旨在探討大社會對其所存之疑慮，經由問題的釐清與解決，期能有助原住民族自治的順利推行。因此，本文首先說明原住民族自治的概念意涵，之後檢視原住民族自治的倡導過程以及產生的疑慮，最後，針對原住民族自治之疑慮，提出數點意見，作為未來原住民族自治之參考。

2、 原住民族自治的概念意涵

國內有關原住民族自治的研究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以原住民族自治理論為主，探討國際人權、國外之自治經驗、台灣原住民自治理想與憲法的交錯意涵。（趙貴忠，1990；施正鋒，1998；劉天賦，1998；林淑雅，2000；以撒克‧阿復，2000；趙中麒，2001；陳舜伶，2002）。第二類則探討原住民運動與自治法制化對單一原住民族的影響，較屬於個案研究的類型。（盧幸娟，2001；楊智偉，2002）。第三類則以原住民族自治政策為研究主題，探討其自治政策中的規劃內容、可行性與未來之影響。（池曼玲，1991；高德義，1992；陳銘祥與趙威寧，2001，林江義，2003；黃俊杰2003；陳文學，2004）而本文主要將從政策預評估的觀點出發，探討原住民族自治在法制實踐上的困窘，因此以實存的權力關係為論述之背景。限於篇幅，有關國際人權理論與單一族群自治制度暫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一般而言，看到『原住民族自治』，會提出的疑問不外乎：原住民族自治的範圍在哪裡？原住民族自治與地方自治有何不同？…等，因此本文有必要釐清原住民族自治的意涵，並定義何謂『原住民族』？

民族(nation)相對於族群(ethnic group)而言，是一個較為廣泛的人群所組成的單位，在特定的時間點下，兩者有其共同的文化、信仰、血緣等要素，其最大之差異在於民族通常還涉及「政治主權」的概念。有關對民族與族群的分類，由於差異本身並不足以造成重要的社會意義，競爭與衝突才是主要因素(王甫昌，2003：35)。是以在窺探民族或族群時，除探究其歷史脈絡與政治因素外，分類的想像過程而非結果，更值得吾人予以重視。

「原住民」雖是”原住” ，但並非表示為該地最”原本”(first)的住民，而是指在墾殖者前來取得政治權力及土地控制前，他們的祖先已經在當地居住一段很長的時間，但並非指最原先的住民。(施正鋒，1999：102)在傳說與文化方面，該先住的居民與實存的其他族群有著本質上的差異，更重要的是自我的主觀認同。目前我國政府對原住民族的認定包括：阿美族(Amis)、泰雅族(Atayal)、排灣族(Paiwan)、布農族(Buvun)、魯凱族(Ruvun)、卑南族(Puyuma)、鄒族(Tsou)、賽夏族(Saisiat)、達悟族(Tau)、邵族(Trao)、噶瑪蘭族(Kabalan)與太魯閣(Tarku)等十二族，人口共約四十四萬人。另外還有幾個尚未被政府認定的平埔族包括：凱達格蘭族(Ketagalan)、道卡斯族(Taokas)、巴宰族(Pazeh)、巴布拉族(Patora)、噶哈巫族(Kahabu)、安雅族(Hoanya)、西拉雅族(Siraya)與貓霧族(Babuza)等。由於原住民族自治攸關政治權利的改變，因此本文所指涉之原住民乃以政府所認定的十二個原住民族為主。

    『自治』通常是指autonomy或self-government，根據Merriam-Webster字典，

autonomy是指1.某特性或國家的自我治理(the quality or state of being self-governing; especially : the right of self-government)。2.自我管理的自由權與道德自主性( self-directing freedom and especially moral independence) 3.一個自主治理的國家(a self-governing state)。而self-government是指1.自我管理或掌控，尤其在情緒、情感與慾望方面(self-command; self-control: restraint exercised over one's own impulses, emotions, or desires)。2.一個相對於外在權威而受到人民監督與管理的政治體制；自我管理事務。government under the control and direction of the inhabitants of a political unit rather than by an outside authority; broadly : control of one's own affairs。另洪泉湖指出，autonomy是指某群體相對於國家所擁有的自主狀態，強調自主管理的權利概念；self-government則只是國家中具有相對自主的政府狀態，強調自我管理的政府體制。 (楊智偉，2002：5) 因此，autonomy是屬於自治或自主的權利概念，而self-government則是在autonomy的權利概念下具體的政治實踐而已。

    就理論而言，自治可依有無領地，分為地域式與非地域式的自治。所謂地域式自治通常是由具有特殊歷史及特殊環境的團體要求而成立，作為團體保護的一種形式，而實施方式必須合乎兩項要件：首先，需有一個明確的地理範圍。第二，在該地域，此團體必須是多數。然而，在成員方面，必須所有居住在此自治區的成員，皆服從自治政府的治理權威，而隸屬該身分團體的成員，如不居住在該自治區內，則不得享有自治區所提供的權利。（Heintze，1998：18-19）

    現今大部分團體因分散各地居住，即使他們具備特殊的身分資格，仍不符合地域式的自治條件，所以非地域式自治亦有需要。非地域式的自治通常以文化自治(cultural autonomy)為主，文化自治是指由團體掌握文化事務的發展，包含認同方面，例如語言、教育等等，目的在避免多數族群或是國家決策干預少數族群文化之發展，但也易導致少數文化產生孤立、疏離等不當影響，甚至可能付出種族隔離的代價，因此文化自治通常有其限制，就是不能危及國家集體之利益。（Heintze，1998：22-23）

在一個國家之中，要保障團體認同、團體平等、團體尊嚴的有效方式就是團體自我統治或自我控制其內部的事務。對原住民而言，由於通常經歷被殖民、居於少數及被後來者所壓制，因此，自治能提昇原住民的尊嚴，使其能與社會其他團體處於一個相等的立足點。（Alfredsson，1998：125）

在國內，學者陳銘祥與趙威寧強調土地對於原住民族自治的重要性，認為「原住民族自治係規劃一塊範圍，並由原住民族或少數民族在該區域內實行自我統治」，而此之「一塊範圍」應係該原住民族或少數民族傳統的土地或特定的區域（陳銘祥、趙威寧，2001：153）。而高德義則認為原住民族自治是指：「在一個國家內，少數民族或原住民族，對自己民族事務或區域內事務擁有自行決定與管理的制度。簡單的說，就是自己民族的事，由自己的民族來管理，自己決定其民族未來的發展。」（高德義，2001：69）上述兩種主張强調原住民族不論以土地或事務為基礎，都應由原住民族自主管理。因此，原住民族自治是全國性(或國家級)的安排，不是單一體制下的「地方自治」或「地方均權」(decentralization)，也非區域式的「地方分權」(autonomy)或是「權利下放」(devolution)；此外，原住民自治更不是侷限於狹義的「地域式自治」(territorial)，還要包含「組合式的自治」(corporate)，也就是說，離鄉背井的原住民也應該有自治的權利。（施正鋒，2001：84-85）

本文所探討之「原住民族自治」是指：在國家體制下，原住民族有權自主管理其事務，自治方式則包涵地域式與非地域式，權限範圍以不違反憲法為原則，並以促進族群共榮為目標。

3、 台灣原住民族自治之倡導與疑慮

『土地是我的母親，有它我才能存活下去；土地與資源的使用，並不只是權利與利益的問題，更寓含土地所連結的一套生活實踐與文化思維，假若喪失所依附的土地，則文化便也失去著根之處』。(陳舜伶，2002：33)傳統原住民族的政治、經濟、宗教及文化皆與土地相互連結著，因此有關原住民族自治之倡導，也多主張地域式的自治。但由於地域式的自治涉及現行行政區域劃分以及傳統領域調查的問題，而其衍生出的權力與利益的重分配，正是原住民族自治最大之隱憂。因此，以下謹說明原住民族自治的倡導與其產生的疑慮。

一、倡導

台灣原住民族自治並非近年才提出的政治構想，早於二次戰後就有鄒族高一生與泰雅族林瑞昌等人倡議「高山自治」，惟當時因政治情勢緊張而旋遭執政者撲滅，但是「民族自治」的根芽已開始滋長。近幾年來，各原住民族社運者多提出原住民自治相關之見解，以落實原住民對自身事務的自主權，以下大致說明各社運團體提出自治之過程。

首先在1987年原權會提出之《台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二條即說明：原住民族有生活基本保障權、自治權、文化認同權。第三條更主張台灣原住民族傳統聚居地施行區域自治，提昇自治機關以及主管原住民事務的行政機關為中央層級，並且國家應充分保障原住民行使自治權，幫助原住民發展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建設事業。該會更於1989年召開《原住民基本權利法》草案第一次籌備會議，草案是以「民族自治、自主、自決」為原則的特別法，除軍事、外交歸中央管轄外，其餘由原住民自行管理，並成立以族群或地域為單位的「自治區」。同年，台灣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聯盟以原住民自治區為基礎，希望以國會立法確保原住民土地權益。

1990年創刊的《獵人文化》，對於台灣原住民族所面臨的各種困境指出，「民族自治區的成立，已成為檢驗為政者公義、道德的具體標準之一，…民族自治區的構想實在是挽救台灣原住民族命運的契機」。1991年《台灣新憲與原住民自治宣言》則主張原住民自治，要求除國防、外交外，關於原住民之政治、經濟、土地、社會、教育、文化習俗、語言等，皆應由原住民族決定。同年台灣原住民自治區議會籌備會藉由示威遊行的方式，提出正名、提昇行政層級、還我土地、還我文化等訴求，其訴求核心則在成立原住民自治區。1992年長老教會原住民宣道會與原權會舉辦「憲法與原住民族條款研討會」，呼籲基於原住民的意願，憲法應採用「原住民」稱謂，並明確賦予原住民「自治權」。1993年，十八個原住民民間團體響應聯合國原住民年，舉辦「台灣原住民政策與社會發展研討會」，其決議文提出「自治」主張。

1994年原住民文化會議會後發表《出草宣言》，並向總統提出：「立法保障原住民自治權，確認原住民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上的自主權。」同年，第三次修憲其間，發起原住民「正名權、土地權、自治權」遊行，要求正名、土地、自治等原住民條款納入憲法。1996年，行政院原民會成立後，台灣原住民族議會籌備會也立即成立，目的在監督原民會之運作，並以「各族自治」為最終目標。1997年原權會至國民大會議場請願，要求國大通過原住民修憲條文，保障原住民的民族、土地、自治權。

1998年台灣原住民自治聯盟提出《地方制度法》的〈原住民族地方自治章〉，指出原住民族有權要求國家實現憲法保障的自治權。1999年鄒族於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先生建言書中，要求簽署並落實《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落實原住民自治黨綱，劃分現有原住民鄉鎮為自治區；承認並尊重原住民族成立自治議會；中央民意代表採族群代表制，族群代表由各族自治團體自行選舉產生；將原民會族群代表之產生方式，由現行主委選任改為各族群自行選舉產生。

1999年，原住民各族代表在蘭嶼與總統候選人陳水扁簽署《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夥伴關係》，其中第一、二條分別為「承認台灣原住民族的自然主權」、「推動原住民族自治」。2000年蘭嶼Tao民族自治推動委員會要求陳水扁總統兌現《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夥伴關係》之自治條文，立即與蘭嶼Tao民族簽署「蘭嶼自治時間表」，並編列長期預算，期待於2004年前全面實施蘭嶼自治。

    去年(2004)太魯閣族正名成功後，該族亦著手太魯閣族自治之規劃，並於今年(2005)舉辦十多場之自治說明會，討論由太魯閣學生青年會所擬出之太魯閣族基本法草案，並期待於2006年完成自治區之設置。

由上觀之，原住民族自治之倡導自1987年迄今未曾間斷，惟論點仍以領域自治為主，只是自治區的設置牽涉許多利益與法律權利，且社會大眾對原住民族自治瞭解不深，或恐原住民自治區之成立，會造成台灣族群關係更加支離破碎。 

此外，原住民族自治區使原住民擁有充分自主權，決定其自身的事務，但設置自治區也有可能衍生出新的問題，譬如可能導致原住民族和整個台灣社會的隔閡，因為山地經濟困難，根本無法支持自治區經濟，而大量的人口外移，自治區無異形成一個空殼而已。(孫大川，1992：166) 

二、疑慮

    原住民族自治提出後，在各族反應不一，例如蘭嶼的達悟族所具備的自然條件最適合自治，但族人疑慮甚多，自治難獲共鳴，造成外熱內冷的奇特現象。(盧幸娟，2001)而太魯閣自治的倡議，結合都市的族人，共同討論太魯閣的自治事務，反應則相當熱烈。然而不論反應冷淡或熱烈，原住民族自治絕不能自外於漢社會。而且原住民族自治除涉及現存行政區域的改變，也影響原漢的既存利益與權利義務關係。以下各點為漢社會可能產生對原住民族自治之疑慮：

1. 原住民族為何要自治？如何自治？

    原住民族自治的目的在於透過族內的自我管理，解決與族相關的事務，期待經由此管理機制，重拾原住民族生存之尊嚴與解決生存之困境。因此原住民族自治的理由是在回應原漢權力的相對弱勢，期待原住民族自治可使原住民族獲得立足點的平等。立足點的不平等，主要反應在教育與就業方面。根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調查九十三年度原住民失業率為5.76%
，的確高於全國的4.41%；在教育方面，專科以上學歷的原住民佔12%，低於一般民眾的27%。(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4)然而原住民族自治可具體回應現存之困境嗎？此點似與如何自治有關。

   原住族如何自治，就學理而言可分為地域式與非地域式的自治，前者即是政府組織型態的原住民族自治區，後者則是透過非正府組織(NGO)來處理與族相關之事務。目前約有三分之一的原住民族居住在都市，是以原住民族自治區在範圍上無法直接回應族人之需求，或謂：『如果我們的同胞在都市生活不下去，那就回原鄉發展。』但這對已定居於都市的原住民而言是相當不切實際的，所以自治區的模式似難回應現存之困境。另外，以NGO方式的自治模式，雖可連結都市原住民的關係，但都市原住民生存之困境與尊嚴之維護，實有賴各項政府政策的積極推動與保障始得落寞。

    可見，原住民族自治目的既然在重拾尊嚴與解決生存困境，而尊嚴的獲得除賦予自治的象徵權力外，更應著重於生存問題的改善。就上述兩種自治方式而言，並無法直接回應生存困境之問題。

2. 原住民族自治區的土地如何劃定？

    有關原住民族自治區範圍的劃定，其劃定的方法大致有兩種：(1)參照現行現行三十個山地鄉及二十五個平地鄉的建制，但由於各族分散在各個鄉鎮內，如此的劃定似無法滿足各族之需求，以南投邵族為例，其人口二百多人，集中居住於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潭，若將全鄉劃定為邵族自治區，則其管理範圍大於居住範圍，無法管理。(2)重新調查傳統領域，依照民族意願成立自治區，例如太魯閣族的傳統領域包括：花蓮秀林鄉、萬榮鄉、卓溪鄉與南投仁愛鄉境內，以秀林鄉的人口數最多達15301人。

    基本上，以傳統領域為基礎劃定自治區範圍較符合原住民族自治的精神，然而傳統領域不是靜態的地圖，而是歷史事件動態改變的過程，所以依傳統領域所設置的自治區，需先協調出族間具共識的時間點。此外，再對照現行的行政區域劃分，依據地方制度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省、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及區 (以下稱鄉 (鎮、市、區) )之設置、廢止與該行政區域之劃分、調整，依法律規定行之。』行政區域的調整需另訂行政區劃法規範之，惟行政院核定之行政區劃法草案尚在立法院審議中，且該草案提及：『原住民族自治蘊涵著尊重原住民族之傳統與意願，並考量原住民族自治區之特殊性與創設性，故規定原住民族自治區之設立、變更及廢止，不適用行政區劃法。』因此，未來的行政區劃與原住民族自治區間必造成難以協調的困境，雖然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六條規定：『政府與原住民族自治間權限發生爭議時，由總統府召開協商會議決定之。』

但此議題若由總統府協商，而無法取得滿意的協調結果時，後續又該如何仍值思索。

3. 原住民族自治區的財政如何擷取與運用？

財政為推行自治事務之支柱，自治區政府的運作需要充裕的財源，雖然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五條規定：『國家提供充分資源，每年應寬列預算協助原住民族自治發展。自治區之自治權限及財政，除本法及自治相關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地方制度法、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其他法律有關縣（市）之規定。』但前揭規定並未明確說明預算額度或比例，由於國家預算由立法院審議，縱使行政部門針對原住民族事務寬列預算，屆時能否通過，仍是考驗。

此外，原住民族自治的精神在於自主管理族相關的事務，著重於自我管理的意義，自治區新成立時，必然需要國家財政的支持，但就國家資源分配與民族自主管理而言，國家財政似無法長期支應同一自治區，況且若自治區無法自擷財源，將無可避免造成自治權的限縮。

有關財源方面，蔡中涵與楊仁福提出的《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也有著墨。蔡版主張國家每年應編列至少國內生產毛額百分之一為原住民族自治基金，大約是九百億元；楊版則期望原住民族自治基金不得少於中央政府總預算的百分之二，大約三百億元。設立原住民族自治基金綜理原住民族自治事務的支出，構想甚佳，但財源如何應用也須規劃，原住民族自治基金的使用是在協助成立民族議會呢？蓋自治區大樓呢？辦理自治說明會呢？購買自治區土地？協助自治區教育或就業的推行呢？雖然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五條國家應寬列預算於原住民族自治區之成立，然而相對的監督機制如何設計? 而漢人的監督機制如何不與原住民族自治的精神相左呢？在在皆須妥為規劃。
其次，蔡版與楊版的預算金額，以行政院原住民會九十二年度總預算五十八億及政府的財政赤字而言，恐非易事，縱使原住民族是為土地最早的主人，並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八條：『政府應設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辦理原住民族經濟發展業務及輔導事業機構；其基金來源，由中央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原住民族土地賠償…』要求土地賠償，然而賠償金額由誰訂定？又如何訂定？也須

妥為規劃。

4. 原住民族自治區內漢人權利與義務為何？

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四條：『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自主發展，實行原住民族自治；其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然而，原住民族自治區能否成立並運作關鍵之一在於漢人的支持與態度。因此，自治區政府如何保障漢人在自治區內的權益，例如在選舉方面，是否具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在義務教育方面，是否考量原漢差異？在土地方面，漢人能否買賣？在福利方面，自治區相關福利措施是否排除漢人？…等

此外，自治區內漢人的權義是否也受中央法規之規範，此又涉及中央政府與自治區政府的位階問題，以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三條而言，行政院高於自治區政府，但就權責爭議的第六條『政府與原住民族自治間權限發生爭議時，由總統府召開協商會議決定之』，則行政院又與自治區政府對等，因此，自治區政府在位階上較不明確。

最後，以公民投票與原住民族自治觀之，公民投票乃依據憲法主權在民之原則，為確保國民直接民權之行使而制訂，原住民與自治區內的漢人滿二十歲以上，未褫奪公權與禁治產者皆符合公民資格。原住民族自治區之設立屬於國家重大政策創制，則可依程序提出全國性公民投票，此時即產生原住民族基本法與公民投票法的競合現象。此外，公民投票法所包括的地方性公民投票是否涵蓋原住民族自治區？若否(參照地方制度法與行政區劃法草案)，則原住民族自治區居民是否喪失創制與複決權？若是，則自治居民可複決自治區政府之政策，從人口數而言，少數的原住民如何與多數的漢人妥協，以維持自治區的自主精神呢？

5. 原住民族自治區的自治人才足夠嗎？

目前在原鄉行政部門之執行力似乎有待提早，往往一件民眾申請案都必須延宕數天才能完成，未來原住民族自治區成立後，如何進行自治區政府的行政革新是一大重點。此外，有關自治區文官監督機制是秉持自主管理精神，建立新評核機制？抑或仍適用考試、監察與司法三院之相關文官監督呢？

另外，自治區之人才培育必須確實執行原住民族教育法，目前原住民族教育法之中央主管單位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雖然行政院原民會應設立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負責諮詢、審議民族教育政策事項，但綜觀條文之內容仍受限於漢人教育體制。未來自治區成立後，在自治區之教育推行如何顧及自治區內漢人之教育呢？

三、未來

本節首先敘述近年來原住民族自治的相關倡導，說明原住民期待自治所帶來的尊嚴與解決生存之困境。之後，從預評估角度提出對原住民族自治的五大疑慮，這些問題基本上是環環相扣的，例如：提升自治區人力的質與量，必須創造自治區的環境誘因，而財政、土地、漢人權義關係等即為誘因的條件。

原住民族自治必須置於台灣整體的系絡觀之，應讓原住民族自治結合現存體制，並促使原漢間維持某種程度的「聯帶關係」，使得原漢之間成為一個如同「共同體」般的集體存在（張茂桂，1997：63）

    基本上，本文所提出的疑慮，絕非『打壓』或『潑冷水』的心態，而是期待能釐清問題輪廓，讓原住民族自治更為可行。其實原住民族自治政策最怕的窘境在於：封閉原漢溝通管道，使得雙方資訊的不完全，而加深族群的分隔與造成無知的對立。對於原住民族自治，本文認為只有縝密務實的規劃，才能期待它的來臨。

4、 原住民族自治的務實思考

原住民族自治不只是狹義的政治區隔，更重要的是生活上或公共事務上的不同處理方式。因此，自治不應只是法制化的途徑，亦可從社區或部落做起，例如：部落營造工程正是落實自治草根性的重要工作。(陳文學，2002)基本上，本文肯定原住民族自治的意義，但由於原住民族自治區牽涉許多複雜的權威性價值分配問題，以下針對原住民族自治提出數點建議意見。

1.加強原住民族的政策宣導

原住民族自治的討論，鮮少被大社會所重視，縱使原住民族基本法已經通過，賦予原住民族自治合法性的權威，但吾人可預見未來自治型塑時，可能遭受的立法與政治阻擾。為增加原住民族自治的腳步，必須向大社會廣為說明自治的目的與對台灣社會的價值。

此外，漢人對原住民有許多刻板印象，在傳播媒體上，透過戲劇、新聞報導，甚至綜藝節目無形被刻畫為四肢發達、頭腦簡單、過於樂天、不知儲蓄、愛喝酒、愛吃檳榔的民族。對原住民而言，這些族群偏見，未嘗不是漢人社會合理化對於原住民歧視待遇的社會機制。(王甫昌，2003：100)原住民族自治必須首重原住民刻板印象的突破，方法不外強調原漢文化差異的養成教育。

2.和諧的解決土地問題

原住民族自治最大的利害關係在於山地鄉平地人的權益問題，目前約有五萬名漢人居住在山地鄉，並創造許多就業機會
，在土地方面，雖然原住民保留地不可買賣，但私下約定交易已是眾所皆知的事。未來成立原住民族自治區除以自治主體民族為考量核心外，也應照顧山地鄉少數漢人的權益，使他們能留在自治區內，共榮共利。在土地方面可以成立土地調解委員會，協商買回或租賃，保障漢人之生存權。原住民族應扮演土地守護神的角色，與山林相互共存。

3.逐年降低的財政扶助
為承認原住民族的土地與推展原住民族自治，政府或許可以直接歸還一大

筆金錢給原住民，設立原住民族自治基金，但由於原住民族自治並非一個族，而可能是十二個族以上，因此在使用上必須避免先搶先贏的窘境。此外考量現今國家財政赤字嚴重，可能無力每年提供GDP1%的預算，因此，在扶助的財政方面，似應逐年降低一定比例，以求長期能真正獨立自治，在稅收方面，可研究由各原住民族自治區自行制訂稅法。
原住民族自治之目的在解決原住民個人生存之弱勢，而目前原住民族自治法制化著重於鉅觀的改變，使得草根基層對其能否落實，存疑甚高，並且現行各版草案動輒涉及縣級自治區、中央民族政府，而忽略部落差異與家族之別，若引進現代的科層體系，受益的可能是原住民族菁英的權威合法性而已，而非個人原住民的經濟所得或公共事務參與程度的提升，因此原住民族自治似可從部落(非從族)開始。
5、 結論

本文認為原住民族自治必須兼顧原住民族生存之困境與國家法制的調和性，任一自治區條例之擬定需考量各部會法規之競合性，並重視溝通與協調的過程，避免大幅度造成法制變動與社會的不安。

原住民族自治就像一個開放透明的空盒子，是一個或堅固或脆弱的材質所組成。開放是指各利害關係人皆能參與，上至國際原住民人權支持者，下至市井小民本身；透明是指參與過程中各要素的進入與結果產出不應黑箱作業；而材質組成的堅固或脆弱乃指自治的基礎是否穩固，包括自決與自治理論基礎、國家如何看待自治、大社會對自治的支持程度，以及原住民本身對自治的瞭解與力行程度等。是以原住民族自治絕非單純動物園式的自治區劃定，更不應淪為政治菁英的酬庸與籌碼。原住民族自治是一種精神也是一種可落實的制度，端賴各方的用心程度與考量之立場，我們期待原住民族自治的來臨，希望自治建制能為台灣整體與原住民族帶來共存共榮嶄新的一頁。

參考文獻

王甫昌。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

以撒克‧阿復。2000。〈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草案』與『原住民族和台灣政府的新夥伴關係』──為台灣原住民族自治重新定調〉發表於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主辦『新世紀夥伴關係研討會』。

池曼玲。1991。《台灣地區原住民政策──『台灣原住民保障基本法』草案之分析》。台北：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4。《九十三年台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台北：行政院原民會。

林江義。2003。〈原住民族自治制度的立法現況與展望〉《台灣本土法學雜誌》47期，頁77-84。

林淑雅。2000。《第一民族：台灣民族運動的憲法意義》。台北：前衛。

黃俊杰。2003。〈原住民權利保障與自治財政〉《台灣本土法學雜誌》47期，頁85-93。

翁興利。2003。〈治理模式與委外決策之研究〉《中國行政評論》13卷1期，頁97~126。

翁興利。2004。《政策規劃與行銷》，台北：華泰。

施正鋒。1998。《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台北：前衛。

施正鋒。1999。《台灣政治建構》。台北：前衛。
施正鋒。2001。〈原住民自治與台灣前途〉收於許世楷、施正鋒、布興‧大立（編）《原住民族：人權與自治》頁81-96。台北：前衛。

高德義。1992。〈台灣原住民實行自治的政策可行性分析〉《原住民文化會議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建會。

高德義。2001。〈當前實施自治的問題點〉許世楷、施正鋒、布興‧大立(編)《原住民族人權與自治》頁67-80。台北：前衛。

孫大川。1992。〈原住民文化歷史與心靈世界的摹寫〉《中外文學》21卷7期，頁153-178。

陳文學。2004。《我國原住民族自治政策之研究：規劃評估觀點》。台北：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恆鈞。2002。《治理互賴與政策執行》。台北：商鼎。

陳舜伶。2002。《原住民族運動中「權利法制化」進路的困局—─兼論建構中的台灣原住民族自治》。台北：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銘祥、趙威寧。2001。〈台灣原住民族自治與立法〉《月旦法學》74期，頁152-160。

張茂桂。1997。〈台灣的政治轉型與政治的「族群化」過程〉《教授論壇》4期，頁37-71。

楊智偉。2002。《台灣原住民族自治體制的理論與實際-以建構中的鄒族為例》。台北：東吳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趙中麒。2001。《部落主權與文化實踐：台灣原住民族自治運動的理論建構》。台北：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趙貴忠。1990。〈原住民地方自治的理論與實際〉《中國論壇》30卷10期，頁30-34。

劉天賦。1998。《美國70年代至80年代印地安原住民政策之評析：原住民自決的理想與現實》。淡水：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論文。

盧幸娟。2001。《發展中的台灣原住民族自治—以蘭嶼達悟族為例》。壽豐：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Harold R. Isaacs（鄧伯宸譯）。2004。《族群》。台北：立緒。

Alfredsson, Gudmundur.  1998. “Indigenous Peoples and Autonomy,”in Markku Suksi, ed. Autonomy: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pp. 125-37.  The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Heintze, Hans-Joachim.  1998. “On the Legal Understanding of Autonomy,”in Markku Suksi, ed. Autonomy: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pp. 7-32. The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美國賓州匹茲堡大學公共政策分析博士


� 其中約20%乃受雇於政府，包括擴大就業方案與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 漢人在原鄉所創造的工作機會，部分以低工資或破壞環境的形式來牟利，某種程度上，對當地的原住民而言，却是一種剝削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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